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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生植物是维持湖泊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支撑。 与陆地植物相比，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δ１３Ｃ）的分馏过程

较复杂，为系统的了解水生植物 δ１３Ｃ 的分馏过程及其在湖泊现代生态系统和古环境研究中的应用，本文调研了国内外相关研

究进展。 总结已有研究表明，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主要与其吸收利用的碳源和水体环境要素等密切相关，影响因素较复杂，而且目

前在利用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研究不同时间尺度上湖泊环境变化时所选用的载体存在差异。 植物不同组分样品的选择对解释水

生植物 δ１３Ｃ 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因此，我们以太湖典型水生植物为研究实例，探讨了水生植物不同组分稳定碳同位

素的分布特征及其对环境因子的响应差异，结果显示水生植物不同组分的 δ１３Ｃ 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对环境的响应也不同，未
来在利用水生植物 δ１３Ｃ 研究湖泊环境变化时对于水生植物样品组分的选择应谨慎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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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是湖泊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持湖泊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基础与支撑［１］。
碳是植物生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水生植物体内稳定碳同位素组成不仅记录了植物生长过程中外界环

境信息的变化，还可以揭示碳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２］。 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水

生生态系统演变和营养传递规律等方面，逐步成为研究水生植物与环境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方法［２⁃３］。
与陆地植物相比，水生植物由于生活在特定的水体环境中，其碳在合成过程中的分馏机制较复杂，影响因

素众多，系统的了解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的分馏模式和影响其组成变化的主要因素，对于研究湖泊食物网

结构和生态系统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详细的介绍了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的分馏过程和影响其碳同位

素分馏的主要因素，阐述了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在水域生态学和湖泊古环境研究中的应用，探讨了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并以太湖典型水生植物开展实例研究，对本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１　 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分馏

１．１　 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的分馏机制

在光合作用过程中，植物通过吸收 ＣＯ２与 Ｈ２Ｏ 合成有机质，Ｆｒｉｅｎｄ 等［４］研究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植物体内

的碳同位素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馏：首先，大气中的 ＣＯ２在向植物气孔扩散过程中会发生同位素分馏，导致植

物体内 ＣＯ２的 δ１３Ｃ 较大气中 ＣＯ２的 δ１３Ｃ 低；其次，ＣＯ２从细胞间隙进入叶肉细胞时会遇到一定的阻力，由于动

力学分馏效应的影响，质量较轻的１２ＣＯ２由于扩散速率快而更易被植物吸收。 最后，植物体内的 ＣＯ２在羧基多

肽酶的作用下发生羧化反应，溶解在细胞内的１ ２ＣＯ２与核酮糖 １，５⁃二磷酸核酮糖羧化酶 ／加氧酶（Ｒｕｂｉｓｃｏ）通
过酶的作用被优先结合到磷酸甘油酸中（ＰＧＡ），而剩余的 ＣＯ２富集重１３ＣＯ２。 水生植物主要包括水生维管束

植物和高等藻类（以浮游植物为主），而水生维管束植物又可依据它们的生境进一步划分为沉水型、挺水型、
漂浮型和浮叶型植物［５］。 其中水生维管束植物的碳同位素分馏方式与陆地 Ｃ３、Ｃ４ 植物相似［６］，其具体可表

示为：
δ１３Ｃｐ ＝ δ１３Ｃａｔｍ－ａ－（ｂ－ａ） Ｃ ｉ ／ Ｃａ （１）

δ１３Ｃｐ ＝ δ１３Ｃａｔｍ－ａ－［ｂ４＋ φ （ｂ－ａｉ）－ａ］ Ｃ ｉ ／ Ｃａ （２）
式中，δ１３Ｃｐ与 δ１３Ｃａｔｍ分别代表植物和大气中 ＣＯ２的 δ１３Ｃ 值；ａ 和 ｂ 分别为大气中的 ＣＯ２经扩散作用进入植物

体内细胞时所产生的分馏（约为 ４．４‰）和植物体内的 ＣＯ２经核酮糖二磷酸羧化酶羧化时产生的分馏系数（约
为 ２７‰）；Ｃ ｉ ／ Ｃａ分别为植物光合作用过程中，叶片细胞内外的 ＣＯ２ 浓度；ｂ４ 为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化酶

（ＰＥＰ）羧化过程中的同位素分馏（约为－５．９‰）；φ 为 Ｃ４ 脱羧释放 ＣＯ２时从 ＰＣＫ 循环泄露到 ＰＣＡ 循环的比

例；ａｉ是泄露过程中发生的碳同位素分馏（约为 １．８‰）。
而浮游植物的碳同位素分馏可表示为［７］：

εｐ ＝ ƒ （ε３＋ε２） ＋ （１－ƒ） ε１＋ （ε４－ε－１）
Ｆ－１

Ｆ１＋Ｆ４
（３）

其中，ƒ 为浮游植物细胞内 ＨＣＯ－
３ 所占吸收总碳的比重；Ｆ１和 Ｆ－１为 ＣＯ２进出细胞的通量，Ｆ４为 ＨＣＯ－

３ 进入细胞

的通量；ε－１为 ＨＣＯ－
３ 进入植物体内细胞时产生的分馏，ε１与 ε２分别为 ＣＯ２进出植物体内细胞时产生的分馏，ε３

为 ＣＯ２与 ＨＣＯ－
３ 平衡时产生的分馏，ε４ 为植物固碳过程中 Ｒｕｂｉｓｃｏ 羧化酶羧化产生的分馏，约为－ ３１‰—

－２２‰［８］。
由公式（１）和（２）可以看出，水生维管束植物的 δ１３Ｃ 组成与它们光合作用过程中叶片内外的 ＣＯ２浓度密

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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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Ｃ ｉ ／ Ｃａ），而 Ｃ ｉ ／ Ｃａ则主要受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和植物的气孔导度所控制，植物光合作用效率和气

孔导度除受自身生理特性影响之外，还主要受植物生长过程中外界环境因子的变化（如温度、水深等）所影

响。 公式（３）中浮游植物的 δ１３Ｃ 组成主要受它们吸收 ＣＯ２与 ＨＣＯ－
３ 所占的比重和通量所影响。 由以上公式

可见，水生植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碳同位素产生分馏主要发生在植物吸收 ＣＯ２、ＣＯ２扩散和固碳羧化酶羧化三

个过程中（图 １），因此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变化主要与其碳吸收同化机制和植物气孔导度有关［９］。

图 １ 　 ＣＯ２固定过程中同位素的排斥阶段（改自文献［１０］ ）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ｂ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１．２　 不同光合作用类型植物的 δ１３Ｃ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就有学者发现陆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可以用来区分不同植物的光合作用类型［１１］。 根据

植物不同光合作用的途径可以将陆地植物划分为 Ｃ３、Ｃ４ 和 ＣＡＭ 植物，不同类型的植物具有不同的 δ１３Ｃ。 Ｃ３
植物的 δ１３Ｃ 相对偏轻，主要分布在－３３‰—－２１‰之间，光合作用碳同化的途径主要通过卡尔文循环，大气中

ＣＯ２被细胞吸收后经扩散发生动力分馏，之后被 １， ５⁃二磷酸核酮糖（ＲｕＢＰ）固定再次发生动力分馏（图 ２）。
Ｃ４ 植物的 δ１３Ｃ 值相对偏重，主要分布在－１６‰—－９‰之间。 Ｃ４ 植物能够在干旱环境下关闭气孔防止水分流

失，利用细胞间低浓度的 ＣＯ２进行光合作用维持其生长（图 ２）。 ＣＡＭ 植物分布较少，其 δ１３Ｃ 值介于－２０‰—－

１０‰之间，夜间植物固定 ＣＯ２比例和环境中水分条件是影响 ＣＡＭ 植物 δ１３Ｃ 变化的主要因素［１２］。

图 ２　 Ｃ３ 和 Ｃ４ 植物光合作用过程中碳同位素的分馏效应（改自文献［１３］ ）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Ｃ３ ａｎｄ Ｃ４

与陆地植物相比，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分布范围较离散（图 ３），介于－５０‰—－１１‰之间［１４］。 在水生植物中

同样分布着 Ｃ３、Ｃ４ 和 ＣＡＭ 植物，但大部分水生植物属于 Ｃ３ 型［１５］。 挺水植物可以直接利用大气中的 ＣＯ２进

行光合作用，其 δ１３Ｃ 分布在－３０‰—－２４‰之间，与 Ｃ３ 植物的 δ１３Ｃ 变化范围相重合，相似光合作用途径的水

生植物种类还包括浮叶植物和漂浮植物［１５］。 相反，沉水植物由于水中碳供给不足，可以利用溶解的 ＨＣＯ－
３ 作

为碳源，导致其 δ１３Ｃ 值较 Ｃ３ 植物偏重，并且与 Ｃ４ 植物的 δ１３Ｃ 变化范围有所重叠。 如 Ｃｈａｐｐｕｉｓ 等［５］ 研究发

现伊乐藻属（Ｅｌｏｄｅ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和眼子菜属（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ａｌｐｉｎｕｓ）等沉水植物的 δ１３Ｃ 偏重，属于 Ｃ４ 光合途径。
浮游植物可以利用水中溶解的 ＣＯ２和部分 ＨＣＯ－

３ 作为碳源，当利用水中溶解的 ＣＯ２进行光合作用时，其 δ１３Ｃ

组成偏轻，与 Ｃ３ 植物相类似；当浮游植物利用 ＨＣＯ－
３ 进行光合作用时，其 δ１３Ｃ 值偏重，与部分 Ｃ４ 植物 δ１３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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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范围相重叠［３］。 此外，也有部分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介于沉水植物与浮游植物的 δ１３Ｃ 之间，与 ＣＡＭ 植物的

δ１３Ｃ 变化范围相似，如挺水植物中的华水韭（ Ｉｓｏｅｔｅｓ ｈｏｗｅｌｌｉｉ）就是 ＣＡＭ 光合途径［１６］。 沉水 ＣＡＭ 植物发育了

良好的表面扩散边界层，具有 ＣＡＭ 暗反应来固定无机碳，能增加对 ＣＯ２的亲和力以及可以利用 ＨＣＯ－
３ 作为

碳源［１７］。

　 图 ３　 陆地植物、水生植物和海洋生物的 δ１３Ｃ 变异范围（改自文

献［５］ ）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δ１３ Ｃ ｉｎ ｌ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２　 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的影响因素

水生植物中的碳主要源于大气、水体和沉积物的孔

隙水中，来源较为广泛［１８］。 不同碳源具有不同的碳同

位素信号，并且不同类型的水生植物利用无机碳的形式

也不一样，复杂的水体环境使得影响水生植物碳同位素

化学分馏的因素众多。
２．１　 碳源

水中溶解无机碳（ＤＩＣ）的形式主要有三种：溶解水

中的二氧化碳［（ＣＯ２） ａｑ］、离子态的碳酸氢盐（ＨＣＯ－
３ ）

和碳酸盐（ＣＯ３
２－）。 在大多数的水体（ｐＨ＞７）中，溶解

于水中的 ＣＯ２ 在 ＤＩＣ 三种形式中所占的比例较低，
ＨＣＯ－

３ 比例较大，并且当 ｐＨ 升高时，ＨＣＯ－
３ ／ ＣＯ２的比重

急剧上升［１９］。 Ｍａｄｓｅｎ［２０］ 研究发现 ＣＯ２ 在水体中的扩

散速率较慢，浓度较空气中偏低（在 １５℃为 ６ μｍｏｌ ／ Ｌ），
而且由于植物细胞外扩散边界层较厚，导致沉水植物可

吸收利用的 ＣＯ２不足。 因此，沉水植物为适应水体环境

中碳浓度不足的条件，形成了可以利用无机碳的生理结构和吸收 ＨＣＯ－
３ 的酶系统，并且可通过碳酸酐酶来催

化 ＨＣＯ－
３ 与 ＣＯ２之间的转化，维持较高的光合作用速率［２１］。 由于 ＨＣＯ－

３ 比溶解态的 ＣＯ２更富集 δ１３Ｃ，偏重约

７‰—１１‰，导致沉水植物的 δ１３Ｃ 值偏重［２２］。 大气中 ＣＯ２的 δ１３Ｃ 值在－７．８‰左右，且变化较小，而挺水植物、

浮叶植物和漂浮植物的叶片暴露在大气中，主要受大气中 ＣＯ２的 δ１３Ｃ 影响，使得这三种类型植物的 δ１３Ｃ 变化

相对较小。 而浮游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可以利用水中溶解的 ＣＯ２和部分 ＨＣＯ－
３ 作为碳源，导致浮游植物的 δ１３Ｃ

变化范围相对较大。 此外，水体环境中 ＣＯ２在水—气的扩散过程和碳酸盐的化学风化与矿化过程等会改变水

中 ＤＩＣ 的 δ１３Ｃ，从而进一步影响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２３］。 因此，不同生活型的水生植物受不同碳源的 δ１３Ｃ 影响，
导致不同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存在一定的差异［２４］。
２．２　 水体 ＤＩＣ 浓度

沉水植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溶解于水中的 ＣＯ２是最容易利用的碳源，但是由于大多数水体（ｐＨ＞７）中无

机碳离子形态主要是 ＨＣＯ－
３，因此沉水植物可能会更多的吸收 ＨＣＯ－

３，但是沉水植物通过光照后 Ｈ⁃ＡＴＰ 酶活

性提高，使得表皮中的 ｐＨ 降低，最终导致 ＨＣＯ－
３ ／ ＣＯ２的比率降低，从而可以吸收利用更多的 ＣＯ２

［２５］。 沉水植

物碳同位素和溶解无机碳浓度的关系可表示为［６］：
Ｘｐ ＝ Ｘƒ＋ Ｖ ／ Ｃｅ（Ｘ ｔ－Ｘƒ） ＝ １０３

´［（δ１３Ｃｄ＋ １０００） ／ （δ１３Ｃｐ＋ １０００）－１］ （４）
其中，Ｘ ｔ和 Ｘƒ为细胞吸收环境中 ＣＯ２和固碳所产生的同位素效应；Ｖ 是植物体细胞内外 ＣＯ２的浓度梯度；Ｃｅ为

水中溶解的 ＣＯ２浓度；δ１３Ｃｄ和 δ１３Ｃｐ分别是溶解的无机碳和沉水植物的碳同位素。 由上式可以看出水中溶解

无机碳的浓度越低，沉水植物的 δ１３Ｃ 越偏重。 林清［２６］和刘勇丽［２７］通过室内控制实验和野外实验也证实了沉

水植物的 δ１３Ｃ 与水中 ＤＩＣ 的浓度具有负相关的关系，由此可见水体中 ＤＩＣ 的浓度是影响沉水植物 δ１３Ｃ 变化

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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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水体 ｐＨ
Ｈｉｎｇａ 等［２８］研究表明水体的 ｐＨ 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水生植物的碳同位素分馏，也可以通过改变碳酸盐的

化学性质间接的影响水生植物碳同位素的平衡分馏。 首先，水体的 ｐＨ 升高会导致 ＣＯ２中富集１２Ｃ，水生植物

受同位素平衡分馏影响而 δ１３Ｃ 偏负。 其次，水体的 ｐＨ 会影响浮游植物光合作用过程中无机碳的传输、转化

（碳浓缩机制）和碳酸酐酶的活性，从而改变浮游植物的 δ１３Ｃ［２９⁃３０］。 此外，水体的 ｐＨ 可以控制水生植物细胞

内 ＣＯ２的渗漏。 Ｓｈａｒｋｅｙ 等［３１］提出碳源与细胞内 ＣＯ２的外逸是影响植物碳同位素变化的重要因素，ｐＨ 增加通

过碳浓缩机制引起细胞内 ＣＯ２的渗漏减少，导致碳同位素分馏减少。 最后，外界环境中 ｐＨ 也会影响水生植物

细胞内的 ｐＨ，进而可以通过调控细胞内的［ＣＯ２（ａｑ）］和 ＣＯ２的渗漏影响水生植物的碳同位素分馏［３２］。
此外，水体的 ｐＨ 还决定了水体中不同形式无机碳组成所占的比重，当水体的 ｐＨ 处于 ５ 时，此时水体中

溶解的无机碳形式主要为 ＣＯ２；当 ｐＨ 在 ７．５—８ 之间时，水体中溶解的无机碳形式以 ＨＣＯ－
３ 为主，但是仍有部

分可供吸收的 ＣＯ２
［３３］。 水体中 ｐＨ 的变化决定了水体中溶解无机碳的形式，因此水体的 ｐＨ 也可以间接的影

响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值。 如 Ｍａｂｅｒｌｙ［３４］ 和 Ｘｕ 等［３５］ 研究证实水体的 ｐＨ 升高，导致水体中溶解的 ＤＩＣ 不足，使
得水中的碳低于水生植物的需求，从而抑制了碳同位素的分馏。
２．４　 其他因素

①温度。 温度不仅可以通过改变水生植物光合作用过程中的反应速率影响碳同位素分馏，也可以通过调

节水生植物体内的生物化学过程和生理变化影响碳同位素分馏［３６］。 如林清［２６］ 通过室内控制实验，发现温度

升高，龙须眼子菜的碳同位素分馏减少，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②水体富营养化。 水体富营养化会导

致水体中 ＤＩＣ 消耗增加，进而改变水体的 ｐＨ 值，从而可以间接的影响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３７］。 张金美等［３８］通过

探讨水华条件下鄱阳湖水生植物碳同位素的变化特性，证实了马来眼子菜的 δ１３Ｃ 受水华条件影响显著，可以

被用于指示水体环境灾变。 ③水位。 湖泊不同水深处的水生植物的生境存在差异，不同水深的碳源也分布不

同，从而也会影响水生植物的碳同位素组成［３９⁃４０］。
不同生活型的水生植物吸收利用不同形式的碳源，使得不同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存在显著差异，而水体环境

要素（ｐＨ、ＤＩＣ 浓度、温度和营养盐浓度等）可以直接通过影响水生植物的碳同位素分馏过程或者间接的影响

其吸收利用碳源的 δ１３Ｃ，从而改变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此外，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的分馏过程除受外界环境

因素影响之外，还受自身遗传特性和生理学特征所控制。 目前对水生植物自身生理特性的变化与环境因子之

间的对应关系研究相对较少，要全面理解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机理，需要加强植物生理

学、生态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等多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

３　 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的应用

３．１　 在生态学中的应用

３．１．１　 在湖泊食物网中的应用

水生植物可为浮游动物和鱼类等水生生物等提供食物来源，是驱动水生食物网能量流动与传递的重要基

础，而稳定碳同位素技术可以用来指示食物的来源，区分不同初级生产者对消费者碳源的贡献［４１］。 生态系统

中不同初级生产者的 δ１３Ｃ 存在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可用于识别消费者的食物来源和追踪生态系统中的

碳流动。 同时，根据不同水生生物 δ１３Ｃ 的富集特征可以确定它们在食物网中的营养级［４２］。 在研究湖泊食物

网结构与营养级关系时，利用一种同位素往往存在不足，而且不同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存在时空上的差异，植物

不同组织的 δ１３Ｃ 也不同［４３］。 因此基于具体的研究目标，选择合适的多元素同位素分析方法与样品的处理可

能是解决湖泊生态系统中物质传输和能量流动等科学问题的关键。
３．１．２　 在碳循环研究中的应用

水生植物是驱动水体环境碳循环的关键因素，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可以促进碳在 ＰＯＣ 和 ＤＩＣ 等不同

形态之间的转换，从而利用浮游植物的 δ１３Ｃ 可以定量计算水体中 ＰＯＣ 内外源的贡献份额［４４］。 岩溶地区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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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植物拥有巨大的固碳量，是稳定的生物碳汇。 岩溶区淡水的 ｐＨ 多高于 ７，溶解的无机碳形式主要以 ＨＣＯ－
３

为主。 水生植物可以利用碳酸酐酶吸收 ＨＣＯ－
３ 进行光合作用，因此根据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可推断出水生植物

光合作用固定 ＨＣＯ－
３ 的比例，进而研究水生植物代谢活动对岩溶碳汇的贡献与影响。 如章程［４５］ 和李瑞等［４６］

通过测试岩溶湿地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估算了研究区不同水生植物利用光合作用固定 ＨＣＯ－
３ 的比例，发现水生

植物的固碳效果十分显著，水生植物光合作用与岩溶作用结合显示出巨大的碳汇效应。 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对

湖泊初级生产力和碳元素的地球化学循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理清水生植物对湖泊生态系统碳库的贡献

量，对于研究区域和全球碳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３．１．３　 在湖泊营养化研究中的应用

不同环境条件下的水生植物具有不同的 δ１３Ｃ，当湖泊的营养水平发生变化时，藻类与高等水生植物产生

竞争，导致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发生改变。 如 Ｗａｎｇ 等［４７］研究发现湖泊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随水体营养水平升高而

降低，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挺水植物的 δ１３Ｃ 可作为湖泊营养水平变化的代用指标。 而张金美

等［３８］探讨了水华条件下马来眼子菜（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ｍａｌａｉａｎｕｓ）的 δ１３Ｃ 变化特征，结果显示马来眼子菜对环境

变化的响应较敏感，能够很好的指示环境灾变。 水生植物是联系微观生态学和宏观生态学的重要桥梁，而碳

同位素具有分布广泛、测量较为成熟等优点，深入开展水生植物碳同位素在生态学中的研究，对于我们研究湖

泊生态系统的演化与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３．２　 在古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湖泊沉积物是环境气候变化的敏感指示器，沉积物中的有机质碳同位素变化可以反演古气候的变化历

史、判断沉积物中有机质的来源和计算湖泊生产力的变化，是良好的古气候信息载体之一［４８］。 水生植物残体

作为沉积物中有机质的重要组成成分，其碳同位素信号包含了丰富的古环境信息。 Ｅｄｗａｒｄｓ 等［４９］首次利用湖

泊沉积物中纤维素的 δ１３Ｃ 和 δ１８Ｏ 重建了加拿大 Ｓｈｉｅｌｄ Ｌａｋｅ 过去一万年以来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历史，变化趋

势可分为“冷干—暖干—暖湿—冷湿”四个阶段，揭示了湖泊沉积物纤维素同位素在古气候变化研究中的巨

大潜力。 此后，我国陈毅风等［５０］利用泸沽湖沉积物中纤维素的 δ１３Ｃ 反演了研究区一百年以来的气候变化。
此外，湖泊沉积物中不同来源的有机质具有不同的 δ１３Ｃ，利用水生植物残体的 δ１３Ｃ 同时结合其他生物学指标

可以判断湖泊有机质的来源。 如 Ｓｔｒｅｅｔ－Ｐｅｒｒｏｔｔ 等［５１］测试了爱沙尼亚 Äｎｔｕ Ｓｉｎｉｊäｒｖ Ｌａｋｅ 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和生

物标志物等指标，确定了该湖沉积物中的有机质来源主要为内生，全新世以来湖泊有机质的输入主要可划分

为三类：微藻类（１１．４—１０．４ ｋａ ＢＰ）、轮藻类（１０．４—３．５ ｋａ ＢＰ）和苔藓类（３．５—０．２３ ｋａ ＢＰ）。 此外，不同类型

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途径不同，其１３Ｃ 富集也不同，进而可以利用沉积物纤维素的 δ１３Ｃ 判定历史时期该地区

的植被类型和古水文特征，从而反演古湖泊的生产力状况［５２⁃５３］。 总体来看，目前利用湖泊沉积物纤维素碳同

位素在古环境研究中相对较少，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湖泊沉积物中植物纤维素含量较低，提取过程较为复杂，样
品量难以满足测量要求。

虽然水生植物的 δ１３Ｃ 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湖泊现代生态系统变化和古环境演化中，取得了显著的研究

成果，但是由于水生植物中包含了许多次级组分，如脂类、果胶、木质素和综纤维素（纤维素与半纤维素的总

称）等，不同组分由于化学合成途径不同致其 δ１３Ｃ 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对于应用水生植物碳同位素研究湖泊

环境变化的结果解译会存在一定的影响，而这往往容易被忽视［５４］。 由上述可见，学者们在利用水生植物 δ１３Ｃ
研究湖泊现代生态环境变化时多选用水生植物的全样作为研究载体，而在研究湖泊古环境演化时多选用水生

植物的纤维素组分作为研究载体，对于研究不同时间尺度上湖泊环境变化的载体存在差异。 此外，利用湖泊

沉积物中纤维素组分的碳同位素研究环境变化最早是参考树轮的研究方法，而在树轮研究中不同组分（全
样、综纤维素与 α 纤维素）的碳同位素对环境变化的响应存在差异，而这种现象是否存在于湖泊水生植物中

尚未知晓［５５］。 因此，湖泊水生植物不同组分的碳同位素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是否存在差异，水生植物的何种组

分更适用于作为研究环境变化的载体需要开展进一步相应的研究，这对于利用水生植物碳同位素更加准确的

研究湖泊环境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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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研究实例：太湖

目前，国内关于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的研究较国外相对较少，而且围绕水生植物不同组分的碳同位素

信号特征的区域调查还未见报道。 基于此，我们以太湖流域水生植物为研究对象，分析水生植物不同组分 δ１３

Ｃ 的组成特征及其对环境因素的响应差异，旨在研究在湖泊环境中水生植物的何种组分（全样、综纤维素与 α
纤维素）更适用于研究环境变化，为利用水生植物 δ１３Ｃ 更准确的研究环境变化提供数据支持和实验支撑。

太湖（３０°５５′—３２°３２′Ｎ，１１９°５２′—１２１°３６′Ｅ）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湖泊总面积约 ２３３８ ｋｍ２，平均水深 １．９
ｍ（图 ４）。 我们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和 ７ 月在太湖入湖河流处（Ｒ）和湖区（ＴＨ）共 １４ 个样品点采集了大型水生植

物和水样，本文主要选择研究区盖度较高的挺水植物菰（Ｚｉｚａｎ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沉水植物狐尾藻（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ｕｍ）和马来眼子菜（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ｗｒｉｇｈｔｉｉ Ｍｏｒｏｎｇ）以及浮叶植物菱角（Ｔｒａｐａ ｂｉｓｐｉｎｏｓａ）为研究对象，共
采集到 ４４ 个植物样品和 ２８ 个水样，样品低温保存带回实验室以备分析。

图 ４　 采样点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Ｒ 代表入湖河流处的采样点，ＴＨ 代表太湖湖区的采样点

在实验室将采集的植物按照“碱—亚氯酸钠法”标准程序提取综纤维素（ＨＣ）和 α 纤维素（ＡＣ） ［５６］。 植

物样品的 δ１３Ｃ（共 １３２ 个样品）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测定，测定仪器为 ＭＡＴ２５３，测试精度为±
０．１５‰。 在现场采样过程中利用便携式 ＹＳＩ 仪器测定水体 ｐＨ、溶解氧（ＤＯ）和水温等理化指标。 将采集的水

样冷藏带回实验室进行总氮、总磷和溶解无机碳浓度等指标分析，实验测定方法均参照《湖泊富营养化调查

规范》中的方法［５７］。
太湖地区菰的 δ１３Ｃ 变化范围在－２８．２５‰ ± ０．９３‰（平均值±标准差）之间，狐尾藻的 δ１３Ｃ 变化范围在

－１２．６４‰ ± ２．１４‰之间，马来眼子菜的 δ１３Ｃ 变化范围在－１５．２４‰ ± ２．２５‰之间，菱角的 δ１３Ｃ 变化范围在

－２７．１５‰ ±１．３４‰之间，其中，沉水植物的 δ１３Ｃ 空间变异最大（图 ５）。 由图 ５ 可见，沉水植物的 δ１３Ｃ 较挺水植

物和浮叶植物的 δ１３Ｃ 偏重，并且这三种类型植物全样的 δ１３Ｃ（δ１３ＣＷ）较纤维素组分的 δ１３Ｃ 偏轻，综纤维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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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１３Ｃ（δ１３ＣＨＣ）与 α 纤维素的 δ１３Ｃ（δ１３ＣＡＣ）较为接近。 菰和菱角的 δ１３Ｃ 分布与陆地 Ｃ３ 植物的变化范围所重叠，
而狐尾藻和马来眼子菜的 δ１３Ｃ 分布与陆地 Ｃ４ 植物的 δ１３Ｃ 变化范围所重合。

图 ５　 水生植物各组分的 δ１３Ｃ 分布特征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δ１３Ｃ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由于水生植物不同组分的 δ１３Ｃ 对环境变化响应敏感性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各组分 δ１３Ｃ 的变化趋势与环

境要素变化趋势的差异，因此各组分 δ１３Ｃ 变化趋势的差异大小是判断哪种组分更适用于研究环境变化的载

体［５５］。 我们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对四种植物不同组分的 δ１３Ｃ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结果显示

菰和狐尾藻三种组分之间的 δ１３Ｃ 存在显著的差异（Ｐ＜０．０１），而马来眼子菜和菱角各组分之间的 δ１３Ｃ 差异并

不显著，我们猜测这可能与这两种水生植物所采集到的样品量较少有关。 尽管如此，我们在利用水生植物稳

定碳同位素研究环境变化时，应谨慎考虑所选用的研究载体。
为了进一步探讨水生植物不同组分的 δ１３Ｃ 对环境因子的响应差异，我们利用统计软件（Ｏｒｉｇｉｎ ８．０ 和

ＳＰＳＳ ２３．０）分析了水生植物不同组分的 δ１３Ｃ 与水体理化特征的关系。 结果显示 ｐＨ 是影响水生植物 δ１３Ｃ 变

化的主要因素，其中菰、狐尾藻和马来眼子菜的 δ１３Ｃ 与 ｐＨ 具有正相关关系，而菱角的 δ１３Ｃ 与 ｐＨ 呈负相关

（图 ６）。 由图 ６ 可见，这四种水生植物 α 纤维素组分的 δ１３Ｃ 对环境的响应较全样和综纤维素组分更加显著，
总体来看水生植物 α 纤维素组分更适用于作为研究水生态环境变化的研究载体。

在上述 ２．３ 部分，我们已经详细的阐述了水体的 ｐＨ 可以直接通过碳浓缩机制引起植物细胞内 ＣＯ２的渗

漏影响植物的碳同位素分馏，也可以通过改变水体的 ＤＩＣ 浓度间接的影响水生植物的碳同位素平衡分馏，我
们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水体的 ｐＨ 是影响太湖地区水生植物碳同位素变化的主要因素。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水生植物 α 纤维素组分的 δ１３Ｃ 对水体环境的响应较全样与综纤维素更为明显（图
６），我们推测这主要是由于植物中的木质素和抽提物等次级组分对全样的 δ１３Ｃ 信号具有一定的干扰。 水生

植物组成较复杂，包含了综纤维素、木质素、脂类和果胶等不同组分，这些不同的组分因化学途径和合成过程

存在差异而具有不同的 δ１３Ｃ［５８］。 在植物全样中，木质素所占比重较大，而且木质素与综纤维素合成的时间也

存在差异，木质素可以利用不同时段的光合产物而合成自身，因此记录了不同时段的 δ１３Ｃ 信号，从而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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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水生植物各组分的 δ１３Ｃ 与 ｐＨ 的相关性

Ｆｉｇ．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δ１３Ｃ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Ｈ

全样的 δ１３Ｃ 因木质素干扰对环境响应较综纤维素组分较差［５９］。 此外，全样中还包含了许多抽提物，如淀粉、
单糖和油脂等。 抽提物在全样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和迁移也会导致全样和综纤维素的 δ１３Ｃ 存在差异，许多关

于树轮和陆地植物的研究也建议去除全样中的抽提物来研究环境变化［６０］。 纤维素是由葡萄糖以 β⁃ １，４ 糖苷

键组成的链状高分子化合物，根据手型结构不同可分为 α、β、γ 纤维素，其中 α 纤维素占据很大部分，β 和 γ
纤维素很少。 与综纤维素相比，α 纤维素组成成分单一、理化性质相对稳定，有固定的分子式，对环境变化响

应更为敏感［６１］。 因此，我们认为在利用水生植物 δ１３Ｃ 研究环境变化时选用水生植物的 α 纤维素组分作为研

究载体可能会更准确的反映环境变化的信息，这为利用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更准确的研究环境变化提供了

实验支持和数据支撑，对进一步挖掘水生植物碳同位素的环境信息具有重要意义。

５　 小结与展望

水生植物是湖泊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其稳定碳同位素分馏的因素较复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其应用，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首先加强对水生植物自身生理学特性的研究。 植物为适应环境变化可能会使叶片

厚度和气孔密度等发生改变，从而会影响植物的气孔导度和 ＣＯ２的扩散速率等生理活动，导致 δ１３Ｃ 发生变

化［６２］。 因此，促进植物生理学、生态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的交叉研究，将有利于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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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δ１３Ｃ 变化的机理。 其次，拓宽水生植物 α 纤维素 δ１３Ｃ 在湖泊环境中的应用。 目前，许多学者为拓宽湖泊

沉积物纤维素稳定同位素在古环境中的应用空间，已建立了有效、简便的纤维素提取方法［６３］。 随着纤维素提

取方法的日渐成熟，而水生植物 α 纤维素是记录环境变化的良好载体，有必要开展深入的研究。 同时结合其

它多种同位素分析方法，应用统计模型区分不同因子对水生植物 δ１３Ｃ 的影响。 将水生植物稳定碳同位素分

析结合非线性响应函数和遥感技术等，从中提取更多的环境信息，加强与其它环境指标的对比，推动水生植物

稳定碳同位素更深层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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